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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结构紧张理论，本研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法，对专利密集型企业357位知识型员工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对越轨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正向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诱发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前提与边界条件，可为专利密集型企业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的辨识与思考。
关键词: 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组织创新氛围感知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Effects of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n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Bootlegg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hou Xia1，Wang Wentong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recognition theor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using creative self-efficacy as the mediator and organizational creative climate perception as the moderator,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n bootlegging of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and using empir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method to conduct empirical inspection on the survey data of 357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in patent-intensive enterpris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ootlegging; Creative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ed role betwee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bootlegging; Organizational creative climate perception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positively betwee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regulates the mediated role of innovation self-efficacy positively betwee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bootlegging. The conclusions reveal the premise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induce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to do bootledgging behaviors, and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identification and thinking for patent-intensiv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innova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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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专利日益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拥有专利才能攀升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专利密集型产业作为专利产业化的关键载体，创新成为其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专利密集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staff）成为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升级的关键性力量，指具备知识创造、利用、分享以及增值能力的高素质员工[1]，往往具有自主性，不喜欢被掌控或规划，且十分注重成长机会，对未来发展有主动的思考。当发现目前的组织成长与自己的成长速度不一致时，他们不再被动接受任务和工作环境，而是采取积极态度主动开展创新活动。因此，当组织传统的文化规范、流程化的管理以及僵化的层级结构等阻碍了创意的实施，知识型员工将隐瞒甚至违反上级领导坚持创新，即产生越轨创新现象。能否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专利密集型企业能否转型升级，继而诱发员工越轨创新的因素开始成为组织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越轨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从个体、领导、组织三个层面探讨了越轨创新的前因变量，例如，游戏动态性[2]、创造力[3]、前摄型人格[4]、建设性变革责任感[5]、个性化契约[6]、变革型领导[7]和差序式领导[8]等会激发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鉴于知识型员工通常具备较高的学历和资质，甚至高出职业要求和范围，容易产生资质过剩感，然而仅有极少数学者探讨并检验员工个体感知层面对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本研究期望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究竟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的越轨创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且是通过什么中介机制来传递？其二，该中介机制是否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下反映出不同的作用规律？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是影响自我调节的一个关键变量，那么资质过剩感是否会通过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越轨创新呢？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和结构紧张理论，为满足心理需要和调整情绪状态，员工会因感知到组织创新氛围水平而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是否会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调节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将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以期为合理引导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越轨创新
越轨创新（Bootlegging）融合了 “越轨”和“创新”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创新是产生社会环境认为有利用价值的新颖产品、服务或技术的行为[9]，是支持性工作环境中一种符合规范的行为[10]；越轨是偏离或违反一定社会规范期望的行为，其结果为反社会或亲社会的，而非创造性的[10]。

现有研究关于越轨创新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种，其一，Augsdorfer[11]等提出越轨创新表现为员工主动开展有益于组织的创新活动，但是该行为偏离正规的工作要求，没有正式获得组织支持且通常不为上级领导所知，该定义被Criscuolo[12]等继续沿用；其二，Mainemelis[10]等提出越轨创新是员工在上级领导下达停止开发创意命令时依然利用一些工作时间或者组织资源进行创新的行为，而这种不合规范的坚持可能是隐秘的，也可能是公开的。以上两种定义各有侧重，其区别体现在前者为隐瞒组织、私下进行创新，后者为违背上级领导下发的禁止命令，坚持进行创新。结合两种定义得出，越轨创新是一种不顾违背社会规范期望、以增进组织利益为导向自发进行创新的行为。
2.2 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
资质过剩（Overqualification）来源于未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这一概念，属于它的一个子维度[13]。资质过剩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其中客观资质过剩是指个体实际上具备超出工作岗位基本要求或需求的学历水平、知识技能与工作经验等[14, 15]，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主观资质过剩反映个体感知到自身拥有过剩的工作资质或者发挥新的工作技能的机会有限的一种程度，即当个体认为自身拥有超出当前工作要求的学历水平、工作经验或知识技能时，便产生资质过剩感[16]（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属于主观评估的范畴，是一种对个体-环境不匹配现象的心理感受。鉴于主观评估更频繁的应用于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无论员工对工作的感知是否准确，他们都倾向在此基础上做出行为反应。研究表明客观的资质过剩与主观的资质过剩之间显著正相关[17]，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主观的资质过剩感。
根据Bandura[18]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recognition theory)，个人、环境和行为三个因素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作用，从而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动态作用系统，其中个人的认知水平可以影响其行为反应。感到资质过剩的员工往往认为自身价值高于其他一般员工，产生一定的优越感，对待工作任务亦是高度自信，但这种高水平的自我认知使其感觉个人资质与工作不匹配，工作期望未被满足，产生矛盾、沮丧或不满的情绪。因此，为了降低资质过剩感激发的心理落差感，知识型员工很有可能冒险采取某种有违常规或不符合规范但有益于组织的行为[19]，例如越轨创新，并将此看作一种自我防御措施。鉴于创新成果未知、创意上报受到流程化管理的限制，知识型员工倾向略过刻板的中间审核环节，试图利用过剩的才能、潜力和时间，秘密自主进行越轨创新[20]。他们通过尝试挑战性任务、增加工作内容的难度和复杂度来匹配资质过剩，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渴望借助“意外的创新成果”获取组织更多的关注和认同，甚至提升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21]。王朝晖[22]基于悖论视角证实资质过剩感对员工越轨创新的显著正向影响；而褚福磊[23, 24]分别从自我评价、组织社会化视角证实资质过剩感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主动性行为与越轨创新三者均具有自发性且以提升组织利益为导向，其中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与越轨创新皆为违反规范的越轨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越轨创新。

2.3 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Tierney[25]等在整合Bandura的自我效能定义（Self-efficacy）基础上，提出创新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反映个体对于自身有能力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信念程度。基于自我调节视角的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资质过剩感的员工将通过感知到的差异转化为工作中的自信心来调节自己的认知以实现自我。创新自我效能的形成涉及三种类型的评估：其一是分析任务需求；其二是评估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执行任务受到的限制；其三是判断产生特定绩效的原因[25]。首先，在分析任务需求时，资质过剩感的员工通常认为自己的任务简单且容易满足职责要求。然而他们更期待实现自我，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由此推断资历过剩感的知识型员工有信心去挑战更复杂的创新任务。其次，资质过剩感的员工认为自身有充足的资源且受到较少约束条件（如工作要求和工作负荷），容易做出角色外行为。最后，当资质过剩感的员工出色地完成超出职责要求和范围的任务，并得到更多组织上的认可和鼓励时，他们通常把这种特殊绩效归因于自身能力。基于上述的三个过程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自我效能具备调节和控制行为的功能，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创新自我效能对知识型员工成功开展创新活动尤为重要，并且容易激发其产生主动性创新行为。而当创意面临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或被上级领导否决的风险时，创新自我效能高的员工认为自身有能力战胜困难，坚持推进创新，即越轨创新行为，期待证明创意的价值性以得到组织认可，并且在此过程中创新自我效能也将随之得到强化与提高。王弘钰[26]论证创新自我效能对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王朝晖[21]基于认知反应路径提出资质过剩感通过创造自我效能对员工自我报告的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Zhang[27]等以销售人员为研究样本论证资质过剩感通过角色宽自我效能对员工的主动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创造力与越轨创新皆聚焦于产生创新思想，主动性行为与越轨创新均体现员工的自发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创新自我效能正向影响越轨创新。
假设4：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资质过剩感通过增强创新自我效能，进而促进越轨创新行为。
2.4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反映了员工对组织环境的创新支持水平的主观感知程度，其中创新支持要素主要体现在同事支持、领导支持和组织支持三个方面[28]。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强调个体的三种心理需要，胜任需要、归属需要和自主需要[29]。其一，如果组织崇尚创新变革，领导是创新典范并赏识有创新精神的员工，资质过剩感的员工会在自身与组织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积极发挥知识和技能，以满足胜任需要。其二，如果同事之间相互支持协助，愿意分享彼此的创新方法和技术，给予员工一种从属于其他个体和团体的安全感，将满足其归属需要。其三，如果组织为员工的创新构想提供丰厚的奖励，则员工会感受到成就效能，将参与创新活动的外在动机加以高度地整合和内化，进一步转换为内在动机，以满足自主需要。创新动机的能量取决于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以上三种需要会提高员工对创新成功的心理预期，激励其更积极自信地评价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创新自我效能。
另一方面，创新活动伴随着较高的失败风险，创新氛围浓厚的组织会宽容对待员工的创新失败，倡导从错误中学习，致使员工创新心理成本降低，坦然面对创新失败的风险，形成创新行为是安全、值得的心理感知。此时在资质过剩感的驱动下，员工更加坚信自身有能力并乐意开展创新活动。相反，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外在动机利用不当也会削弱内在动机。如果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创新氛围较弱，则一旦创新遭遇挫折或失败，将面临被上级领导训斥责骂、降职降薪，甚至成为裁员首选对象等风险。即使其拥有过高的工作资质，也会因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反复考量斟酌，对自身创新能力作出保守评估，从而降低创新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正向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即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要比在低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更强。
员工所感受到的心理创新环境是其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强烈的组织创新氛围将促使资质过剩感的员工产生创新动机，激发其利用自身优势诞生优质的创意。根据Merton的结构紧张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y），如若创意受到阻碍甚至无法实施时，他们会产生结构性紧张，为了缓解这种情绪并达到目标, 他们很有可能采取违规手段深耕于创新，即做出越轨创新行为，坚持践行创新想法[10]。
结合前文假设4和假设5两个假设，员工创新自我效能可能在资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扮演中介角色，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可能在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扮演调节角色。本文进一步构建包含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和创新自我效能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推测组织创新氛围感知不但能够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调节资质过剩感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影响越轨创新的间接作用。具体而言，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创新氛围水平越高，资质过剩感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对越轨创新的影响就越强。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中介作用在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要比在低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更强。
综上，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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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的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知识型员工的相关数据。结合知识型员工高学历、高技术和高素质等特点，考虑样本的可得性，本研究从广东地区某“双一流”高校的MBA、EMBA课程班校友录中筛选就职于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专利密集型企业的学员，再从中随机抽取作为研究对象。调研者在向其阐明调查目的且保证数据结果仅供本次学术研究后，通过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发放给学员填写或让其将问卷下发给所在企业的员工进行填写。同时为了降低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选取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完成数据采集，两个阶段前后间隔4个月。第一阶段涉及的变量有资质过剩感和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共发放450份问卷，回收419份问卷，过滤无效和数据缺失样本后，获得有效问卷398份，有效回收率为88.4%。第二阶段涉及的变量有创新自我效能和越轨创新，再次向第一阶段有效问卷的398名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回收386份问卷，过滤无效和数据缺失样本后，获得有效问卷357份，有效回收率为89.7%。
根据最终有效问卷的样本，性别方面，男性样本占59.1%，女性样本占40.9%；年龄方面，25岁及以下占2.8%，26~30岁占27.5%，31~35岁占35.8%，36~40岁占29.1%，41岁及以上占4.8%；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占17.1%，本科占56.6%，硕士及以上占26.3%；职务层级方面，低层知识型员工占78.7%，中层知识型员工占13.5%，高层知识型员工占7.8%；工作年限方面，1年以下占0.6%，1~3年占9.2%，3~5年占21.9%，5~10年占31.4%，10年以上占36.9%。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中多次使用的成熟量表，并对其中的英文量表实行翻译-回译，以保证测量工具的可信度和准确度。量表皆选择Likert五点评分法，评分从“1分”至“5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
1）资质过剩感量表来自Maynard[14]等人的研究，由单维度9题项构成，例如“我的工作所需的学历水平低于我现在的学历”，“我的一些工作技能在目前工作岗位上用不上”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image: image3.png]


值为0.872，信度较高。
2）创新自我效能量表来自Carmeli[30]等人的研究，由单维度8题项构成，例如“我将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为自己设定的大多数目标”，“面对困难的任务时，我相信我会创造性地完成任务”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image: image5.png]


值为0.932，信度较高。
3）越轨创新量表来自Criscuolo[12]等人的研究，由单维度5题项构成，例如“我能基于工作计划灵活地安排工作任务，从而挖掘新的、潜在的、有价值的商业机会”，“除了组织分配的任务外，我的工作计划让我没有更多的实践去做其他的工作”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image: image7.png]


值为0.830，信度较高。
4）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来自刘云[28]等人的研究，由三维度15题项构成。例如“工作中我的同事们相互支持和协助”，“我的主管鼓励下属提案以改善生产或服务”，“公司倡导进行新的尝试，从错误中学习”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image: image9.png]


值为0.936，信度较高。
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等行为，本研究选择性别、年龄、学历、职务层级和工作年限5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4 结果分析

4.1 验证性因素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利用AMOS 25.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越轨创新和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四者的区分效度。如表1所示，四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建议的临界标准，明显优于三因素、两因素和单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说明四个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较高。
考虑到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会对结论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总共提取7个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1.32%，未超过40%，说明单一因素不能解释绝大部分变异，因此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对结论的影响。
表1  研究变量构念区分性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image: image11.png]N =357



）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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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素模型
	861.936
	521
	1.654
	0.043
	0.042
	0.953
	0.949
	0.953

	三因素模型
	1664.839
	524
	3.177
	0.078
	0.098
	0.843
	0.831
	0.843

	两因素模型
	2083.885
	526
	3.962
	0.091
	0.113
	0.785
	0.771
	0.786

	单因素模型
	2921.001
	527
	5.543
	0.113
	0.149
	0.67
	0.648
	0.671


注：四因素模型：“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越轨创新”和“组织创新氛围感知”；三因素模型：“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和“越轨创新”；两因素模型：“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越轨创新”；单因素模型：“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越轨创新”。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平均值、标准差和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image: image21.png]


）如图2所示，其中资质过剩感分别与创新自我效能（[image: image23.png]


= 0.603，[image: image25.png]


<0.001）、越轨创新（[image: image27.png]


= 0.437,[image: image29.png]


<0.001）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创新自我效能分别与越轨创新（[image: image31.png]


= 0.541,[image: image33.png]


<0.001）、组织创新氛围感知（[image: image35.png]


= 0.764,[image: image37.png]


 <0.001）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统计结果（[image: image39.png]N = 357



）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2年龄
	-0.013
	
	
	
	
	
	
	
	

	3学历
	0.004
	0.167**
	
	
	
	
	
	
	

	4职务层级
	-0.060
	0.292***
	-0.080
	
	
	
	
	
	

	5工作年限
	-0.009
	0.595***
	0.136*
	0.396***
	
	
	
	
	

	6资质过剩感
	0.035
	0.023
	0.008
	-0.056
	-0.098
	(0.872)
	
	
	

	7创新自我效能
	0.019
	0.005
	0.056
	-0.036
	-0.017
	0.603***
	(0.932)
	
	

	8越轨创新
	0.046
	-0.017
	-0.004
	-0.031
	-0.050
	0.437***
	0.541***
	(0.830)
	

	9组织创新氛围感知
	-0.009
	-0.026
	0.043
	-0.048
	0.014
	0.095
	0.764***
	0.375***
	(0.936)

	平均值
	1.410
	3.060
	3.090
	1.620
	3.950
	2.941
	3.064
	3.023
	3.203

	标准差
	0.492
	0.931
	0.653
	0.989
	1.004
	0.798
	0.775
	0.767
	0.712


注：*表示[image: image41.png]P < 0.05



，**表示[image: image43.png]P <0.01



，***表示[image: image45.png]P < 0.001



（双尾），对角线括号内结果为Cronbach’s [image: image47.png]


。
4.3假设检验
4.3.1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学者提出的观点，借助层次回归分析检验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各模型的[image: image49.png]VIF



值均小于2，说明变量间不具有明显的共线性。根据模型2，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mage: image51.png]


= 0.421，[image: image53.png]


＜0.001），假设1成立。根据模型6，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mage: image55.png]


= 0.594，[image: image57.png]


＜0.001），假设2成立。根据模型3，创新自我效能对知识型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mage: image59.png]


= 0.536，[image: image61.png]


＜0.001），假设3成立。
根据模型4，当把资质过剩感和创新自我效能同时对越轨创新回归时，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的越轨创新的显著正向影响减弱（[image: image63.png]


= 0.163，[image: image65.png]


＜0.01），模型2和模型4两次回归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的系数差[image: image67.png]B—p



= 0.421-0.163=0.258，其数值恰好为0.594[image: image69.png]


0.435 = 0.258，而创新自我效能对知识型员工的越轨创新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mage: image71.png]


= 0.435，[image: image73.png]


＜0.001），因此中介效应成立且部分中介效应值为25.8%。同时，本研究借助SPSS的PROCESS V3.0插件，利用Bootstrap法（样本数为5000）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通过创新自我效能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58 =[image: image75.png]


，BootSE= 0.037，BootLLCI= 0.191，BootULCI= 0.334，95%置信区间不含0），因此假设4成立。
表3  创新自我效能中介作用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越轨创新
	创新自我效能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
	0.071
	0.048
	0.057
	0.051
	0.026
	-0.006

	年龄
	0.018
	-0.028
	0.009
	-0.007
	0.016
	-0.049

	学历
	-0.001
	-0.005
	-0.036
	-0.031
	0.064
	0.06

	职务层级
	-0.009
	0
	0.002
	0.003
	-0.021
	-0.009

	工作年限
	-0.044
	0.012
	-0.033
	-0.014
	-0.02
	0.058

	资质过剩感
	
	0.421***
	
	0.163**
	
	0.594***

	创新自我效能
	
	
	0.536***
	0.435***
	
	

	[image: image76.png]R2




	0.005
	0.193
	0.296
	0.314
	0.005
	0.371

	[image: image77.png]



	0.005
	0.188
	0.292
	0.121
	0.005
	0.366

	[image: image78.png]



	0.348
	13.933***
	24.582***
	22.850***
	0.342
	34.340***

	[image: image79.png]



	0.348
	81.456***
	145.036***
	61.825***
	0.342
	203.342***

	[image: image81.png]VIF



值
	1.004-1.703
	1.005-1.731
	1.004-1.704
	1.005-1.740
	1.004-1.703
	1.005-1.731


注：*表示[image: image83.png]P < 0.05



，**表示[image: image85.png]P <0.01



，***表示[image: image87.png]P < 0.001



（双尾）。

4.3.2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再次借助层次回归分析分四步检验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调节效应，为避免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产生多重共线性，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各模型的[image: image89.png]VIF



值均小于2，说明变量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共线性。根据模型4所示，资质过剩感与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交互项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mage: image91.png]


= 120，[image: image93.png]


＜0.001），调节效应成立。同时，图2显示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创新自我效能回归线相比于低水平的回归线更加陡峭，即对于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知识型员工来说，资质过剩感对其越轨创新的影响更强。并且，资质过剩感在相同程度时，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的知识型员工会比相应低水平的知识型员工感受到更强烈的创新自我效能，因此假设5成立。
表4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调节作用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自我效能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0.026
	-0.006
	0.012
	-0.003

	年龄
	0.016
	-0.049
	-0.010
	-0.003

	学历
	0.064
	0.060
	0.028
	0.030

	职务层级
	-0.021
	-0.009
	0.020
	0.024

	工作年限
	-0.020
	0.058
	0.015
	0.001

	资质过剩感
	
	0.474***
	0.418***
	0.396***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
	
	
	0.553***
	0.538***

	资质过剩感[image: image95.png]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
	
	
	
	0.120***

	[image: image96.png]R2




	0.005
	0.371
	0.870
	0.894

	[image: image97.png]



	0.005
	0.366
	0.500
	0.024

	[image: image98.png]



	0.342
	203.342***
	334.355***
	366.562***

	[image: image99.png]



	0.342
	203.342***
	1343.897***
	77.693***

	[image: image101.png]VIF



值
	1.004-1.703
	1.005-1.731
	1.005-1.737
	1.009-1.751


注：*表示[image: image103.png]P < 0.05



，**表示[image: image105.png]P <0.01



，***表示[image: image107.png]P < 0.001



（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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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对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4.3.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再次借助PROCESS插件，利用Bootstrap法（样本数为5000）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依照均值（变量标准化处理后均值为1）加减一个标准差划分高水平和低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结果如表5所示。在低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资质过剩感→创新自我效能→越轨创新”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0.120，BootSE= 0.017，BootILCI= 0.087，BootULCI= 0.155，95%置信区间不含0），在高水平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时，间接效应仍显著（effect= 0.224，BootSE= 0.027，BootILCI= 0.172，BootULCI= 0.277，95%置信区间不含0）。与此同时，其组间差异值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effect= 0.104，BootSE= 0.017，BootILCI= 0.072，BootULCI= 0.141，95%置信区间不含0），说明组织创新氛围感知对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假设6成立。

表5  Bootstrap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及其95%置信区间
	组织创新氛围感知
	越轨创新

	
	effect
	BootSE
	BootILCI
	BootULCI

	低水平（-1+SD）
	0.120
	0.017
	0.087
	0.155

	高水平（+1+SD）
	0.224
	0.027
	0.172
	0.277

	组间差异值
	0.104
	0.017
	0.072
	0.141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结合上文分析，本研究提出的6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其结论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虽然已有学者[22]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影响作用，但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仅为极少数，且基于悖论视角切入。本研究不但通过实证分析再次验证了以往结论，而且转换为社会认知理论视角切入，补充了关于资质过剩感如何激发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理论依据。

第二，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资质过剩感会通过促进创新自我效能，间接对越轨创新产生积极作用。既有研究指出资质过剩感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分别影响创造力和主动性行为[21, 27]，而本研究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转换为知识型员工所需的创新自我效能，将创造力和主动性行为拓展至新颖却仍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越轨创新领域，进一步揭示出知识型员工为了充分利用其资质，凭借有能力开展创新活动的信心，容易做出违背社会规范期望的越轨创新行为。这不仅支持和延伸了社会认知理论基于自我调节视角的推断，更重要的是打开了资质过剩感对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路径“黑箱”，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组织创新氛围感知不仅正向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资质过剩感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对越轨创新的间接作用。具体而言，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创新氛围水平越高，资质过剩感与创新自我效能的正向关系就越强，创新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是员工开展创新的心理环境，既有研究已指出组织创新氛围感知是激发越轨创新的前因变量，而本研究选择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结论有效阐明了关于资质过剩感影响创新自我效能、越轨创新的外在约束条件。并且本研究基于刘云等的成果从同事、主管、组织支持的角度定义测量组织创新氛围感知，通过其发挥的调节作用响应了自我决定理论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相关推论，对于自我决定理论本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5.2 研究启示

本研究为知识型员工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借鉴意义，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资质过剩感是驱动知识型员工做出越轨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管理者应经常留意可能产生资质过剩感的员工，如若发现首先要理解他们的心理感知，即使其做出越轨创新行为，管理者也要秉承温和态度，避免采取过激和强硬手段，然后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与平台，布置挑战性的创新型任务，让其在挑战中获得新鲜感以及完成高难度任务时的成就感，从而引导其以正式途径光明正大地进行创新，这样既能增大组织获得创新利益的可能性，又能控制越轨创新的产生及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二，资质过剩感也是增强知识型员工创新自我效能的动力条件。在实际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管理者或招聘者对于明显资质过剩的求职者经常表现出犹豫，因为他们有高离职率、低工作满意度的倾向。但是资质过剩感的知识型员工往往拥有高水平的创新自我效能，进而凭借其过剩的潜力和角色外的胜任感发起主动性创新行为。因此，当组织发现求职知识型员工相对于职位要求明显资质过剩时，可以把创新精神作为一个选拔标准，并且选择有意愿在“小池塘里做大鱼”的求职者。同时，组织也应该恰当地引导和激励这类员工，使其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还可以顺便开发和利用其过剩的才能与创新自我效能，使其自发地为组织做出贡献。

第三，创新自我效能也是驱动知识型员工做出越轨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创新自我效能是知识型员工创意诞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创新自我效能高的知识型员工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更主动地追求创新。而一旦创意遭遇瓶颈甚至无法继续实施时，其容易转而采取非正式的途径，做出越轨创新行为。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捕捉判断员工对自身创新能力的心理评估水平，有效地推测其行为趋势。当发生越轨创新时，管理者需要评估此行为结果能否对组织产生价值，从而制定合理的应对机制。

第四，当资质过剩感的员工感受到浓厚的组织创新氛围时，其推测自身拥有更多的空间去自由发挥潜能，即使创新失败也会被宽容理解，这种心里安全感促使其产生更高的创新自我效能，同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越轨创新的发生频率。在这种组织环境下，大多数资质过剩感的知识型员工实施越轨创新不只是简单出于谋取物质奖励的目的，更多的是期望利用创新成果提升组织利益，从而获得领导或同事的认可与欣赏。资源匮乏的组织可以尝试利用这个心理背景，通过营造强烈的组织创新氛围来增强资质过剩感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激发其做出与组织发展方向相同的越轨创新行为，最终实现提高组织创新绩效的目标。

综上所述，组织应该理性和宽容对待越轨创新行为。虽然越轨创新是有违组织整体战略且降低组织管理绩效的创新行为，但实际上该行为并没有占用过多的组织资源，且一旦取得“意外的创新成果”将产生“低投入、高收益”的回报。面对越轨创新这把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双刃剑”，一方面，管理者可以积极保留其给组织带来的创新回报，无需一味抵制，但也要避免盲目推崇。越轨创新的发生实际反映了组织本身规矩的流程化管理阻碍了员工创造变革的机会，所以组织也需反省自身的传统职能是否过于闭塞，并营造自由开放的组织创新氛围，在工作时间之外提供内部交流和外部学习的机会，让员工接触新颖的领域，挖掘其创新潜能。组织还应制定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完善对创新失败的容错机制，激发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5.3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尚存如下局限：第一，只探讨了个体因素对越轨创新的影响，并未涉及领导层面和组织层面因素。未来在越轨创新前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选取上还可以向更高层面延伸，嵌入跨层次研究思想。第二，只探讨了越轨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未对其影响结果进行深入探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发掘越轨创新行为促发的结果。第三，样本主要来源于广东地区的知识型员工，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充样本范围和类型，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第四，本研究选用的成熟量表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通过了各项检验，但是鉴于中国文化情境和西方的相差甚远，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以开发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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